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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都被前面几个老师给讲完了，所能说的就比较少了。想了一下，好像只有三点补充
吧。
第一，这次为祝郝先生成为“80后”，送他一个小礼物，是北大做的纪念品，是一对木制镇

纸，上面写着“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八个字是否能形容现在的北大，我不敢说，但是，用来
形容郝苏民先生和《西北民族研究》杂志是比较合适的，而且非常符合我们这次会议关于学
科建设的讨论。刚才几位老师，特别是杨圣敏老师谈到更加开放地去处理民族学、人类学、民
俗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我这里还是觉得要兼容并包，但也不能只是包，而且要有一个思想自

由，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我很同意几位老师谈到中国这些学科怎样通过和社会更密切的互动，给自己更多

的自信和在应用方面发挥的余地，特别是周大鸣老师指出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我们这几

个学科可能面临着培养的人才，其去向和社会需要的关系，现在还没有很清楚的定义。我们
怎样通过这些问题的认识形成有特色的中国风格的学科？无论是叫人类学，叫民族学，或叫

社会学，这个问题都是实在的。不过，我认为，这些学科在“自信”的同时，还是有很多需要跟
西方学习的，这里的西方是广义的，不简单局限于欧美，还包括日本和中南美洲。如今我们的
学科建设有几个环节需要重视。首先，我们的经典教育不充分。我想，在美国，有经验的学者
都知道，人类学入门课一般都需要在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思想史的基础上来上的，而我国国

内学科教育，社会学要做得好一点，我们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这三门相关的学科做得可能
差一点。第二是，对学科史的成就这个环节，我认为我们工作做得也不充分，其中尤其是分支
研究领域，像社会组织、经济、宗教、政治和医疗等等方面，这些分支领域并没有明确的团队。
目前相对强的可能是宗教人类学，因为这几年的发展，但其他方面还处在比较弱的状况中。
第三个是我们对区域性的民族志的成就总结不够充分。国内从 20世纪初迄今就积累了很多
区域性的民族志研究的文本，但是怎样对这些文本加以总结？问题还需要讨论。现在我们这
个行里面爱谈整个中国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和欧洲一样大的地域，它下

面有好几个板块，它的民族志的成就都很辉煌。现在的很多民族志研究与遗产有关系，这个
问题怎样和遗产有关系，这个问题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太多思考。
总的来说，以上这个第二点讲的观点是，科学就是历史，这是一个后现代思想家提出来

的，因为科学必须在历史的、学术史的脉络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科学是一种不同的历史阶段
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产物。我们学科建设怎样构造这个关系，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不然就谈不
上中国学派。我认为中国学派，应该是多元一体。应该有众多学派百家争鸣。有一些基本概
念是相通的，应该说有各种各样的个人化的或者机构化的中国学派，像英国的人类学有伦敦

经济学院的功能学派，牛津大学的结构功能学派、曼城大学的冲突学派等都跟个别教授的引
导有关系。我们还是认为基于科学史的学术研究来进行探讨。

对学科问题的三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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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

自改革开放和学科重建之后，西北民族大学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学科建
设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在学科领军人物郝苏民教授任教 60年暨 80华诞之际，很高
兴我们有“年轻的”“80后”教授郝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建设这些学科。
刚才几位教授的发言对我启发很大。杨圣敏教授开启了对于学科建设的系统讨论，朝戈

金、敖其两位教授有更为个人化的感受，周大鸣教授对应用研究给予了特别的强调，王铭铭
教授在学科发展方面也讲得很系统。我要讲的其实也是老生常谈。
我也从三个方面来讲自己的体会，思考今天的主题有三个方面的关系如何能处理好是

关键。
第一，是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学科发展中田野民族志或个案研究和学科理论
建设之间的关系。郝苏民曾经著文讨论花儿研究，他注意到花儿的文化植被、文化生态和文
化产域等问题，强调要把花儿置于仪式当中来研究。研究花儿的人很多，可是怎样才能够具
有学科的视野是个问题。郝先生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探索。讨论学科研究和个案理论时，在
学院式的人才培养途径中，要强调个案研究需要理论的积淀，要有足够的理论储备，但是又

西北民族研究的理论性实践

第三，我认为我们这四门学科都应该基于对社会科学的总体思考来想象自己的学科建

设。不少西方社会学家已经替我们指出，社会科学诞生于 19世纪中叶，是民族国家的产物，
受民族国家的“规定”，它的规范都来自民族国家这个“单位”。由于民族国家的原型诞生于欧
洲，所以，社会科学有其欧洲中心主义。虽然到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美国势力的崛起，世界
格局产生重大变化，但欧洲中心主义的衣钵仍旧作为一种“殖民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我们
在国内从事这四门学科的研究，体会到的历史与此有关，但又有所不同。世界上没有一个单
一民族国家，中国尤其如此，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子民，我们最清楚地体会到了这个概念

的含义。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科学怎样做？这对西方社会科学家来说比较难，因为他们的社会
科学的起点和基本是国家学。我们这些学科的同人在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体会到社会科
学的基本研究单元与我们历史上所处多元民族状态有区别。我认为，认识这个区别能有助于
我们想象一种不同于民族国家社会科学的“另类”社会科学，从而给予世界社会科学自己的
贡献。
总的来说，我的意见是：首先，四个学科不仅要兼容并包，还要有思想；其次，要重视几个

层次的学术史梳理和教学；其三，要形成真正的学术自信、文化自觉，而不是假自信、假自觉，
要在学理上有贡献，就不能局限于在意识形态范围内谈问题，要使我们的论述符合学术原理。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师范大学天山学者特聘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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